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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型⾃我：评价系统如何⽤量化规训⽣产⼀个虚假⾃我

当代关于审美经验形态变化的普遍焦虑，通常被解释为“审美修养不⾜”或“感性教育的缺失”。本⽂提出⼀种与此不同的诊断：⼀
种新的主体形态——“壳型⾃我”——正在评价系统全⾯渗透的⼟壤中被系统性地⽣成、强化与标准化。壳型⾃我的稳固性，不依赖那些
沉在⽐较之外的、不可通约的深度锚点，⽽直接依赖于外部评价⽹络、社会⾝份拼图与算法推送系统所共同构成的动态轮廓。这⼀判断与
此前诸种解释路径（审美修养论、⽂化资本论、现象学美学、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福柯规训理论）形成结构性区分：它们各⾃以不同
⽅式预设了“⼈默认拥有⼀个不被他者评价所穿透的内⼼世界”这⼀旧基线；⽽本⽂试图论证，这⼀基线本⾝正在被评价系统撤销，取⽽
代之的是⼀种新的⼼理常态——个体不再将“⽐较之外还有别的”体认为⼀种缺失，因为那套⽤以识别“缺失”的参照系本⾝已不复存
在。
本⽂在对此前理论进⾏谱系学检验的基础上，⽤专节严格区分了壳型⾃我与虚假⾃我（温尼科特）、镜中⾃我（库利）、液态⾃我

（鲍曼）、⼈格⾯具（荣格）以及规训⾃我（福柯）等相近概念，确⽴其不可还原性。在此过程中，本⽂正⾯回应了壳型⾃我理论最严峻
的内部挑战：如果壳型⾃我内部是“中空”的，那么它所体验到的那种“存在性焦虑”究竟来⾃何处？本⽂论证：这种焦虑不需要预设⼀
个隐秘的“核”在场，⽽是壳在遭遇⽀撑件断裂时所暴露出的结构裂缝——⼀种被动的、⾮⾃愿的“看⻅”。随后，本⽂以微观发⽣学案
例展⽰壳型⾃我的具体⽣成过程——在⼀个孩⼦的教育场景中，⼀种原初的⽆⽤凝视如何被评价实践系统性地转化为可评估的观察记录，
⽽这⼀转化在重复数万次之后如何改变了⾃我稳态的⽀撑⽅式。在完成核⼼论证之后，本⽂正⾯回应了两个最有⼒的反驳——“新阈值”
反驳与“反向⽣成”反驳——并论证了这些反驳为何不但没有击破壳型⾃我的诊断，反⽽进⼀步揭⽰了其结构的稳固性；同时，本⽂诚实
⾯对了可能构成实质挑战的边界情形（如⾮意向性退出评价系统的群体）。最后，本⽂给出可证伪条件。
壳型⾃我：⼀种新主体形态的⽣成
——审美经验重构的发⽣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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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当审美经验被问题化
在过去的⼆⼗年⾥，“审美能⼒提升”从⼀个边缘话题逐渐演变为⽂化产业、教育培训与社交媒体共同推动的普遍诉求。线上课程平

台提供从⾊彩搭配到艺术史进阶的系统教程；⽣活⽅式类⾃媒体不断输出“提升品味”的⽅法清单；甚⾄⼀些企业将“审美素养”纳⼊员
⼯综合素质考核的隐性标准。⼈们普遍感到⼀种匮乏：⾃⼰的眼睛似乎不够“锐利”，⾃⼰的判断好像缺少“依据”，⾃⼰⾯对⼀件艺术
作品或⼀个⽇常场景时，不知道该怎么看、怎么看才算“对”。
这是⼀种很奇怪的焦虑。在⼈类历史的绝⼤部分时间⾥，没有⼈会把“我看⼀幅画不知道它好不好”当作⼀种需要被纠正的缺陷。审

美经验本是⼈与世界最朴素、最私密的感性接触：被⼀朵云、⼀⼩段旋律、⼀块旧墙上的⾬渍⽆故打动，从不依赖于任何可传授的技能体
系。然⽽在今天，这种经验却被系统地问题化了。越来越多的⼈开始确信：⾃⼰的感知是“不够的”，必须经由某种外部的训练和知识灌
输，才能获得正当性与可靠性。
既有论述倾向于将此变化理解为旧有感性结构的丧失或遮蔽，进⽽将审美教育赋予“赎回感知主权”的使命。本⽂的出发点与此不

同。我们不是在问“如何找回失落的感受⼒”，⽽是追问⼀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审美可以被提升”这⼀信念？	对这⼀信念的
追问，将把我们引向⼀种新的主体形态的⽣成。
本⽂的核⼼判断是：过去三四⼗年的社会变迁——教育的全过程评价化、社交媒体的注意⼒经济、职场KPI的全⾯覆盖——所做的，不

只是改变了个体使⽤感官的⽅式，⽽是系统性地⽣成了⼀种新的⾃我形态。这种新形态的个体，他的稳定感不是来⾃那些沉在⽐较之外
的、只属于⾃⼰的私密锚点，⽽是直接来⾃于正在持续发⽣的社会⽐较、⾝份标记与算法反馈的集合——来⾃⼀个由外部评价⽹络构成的
可视轮廓。这个轮廓像⼀层外壳那样⽀撑着他的⾃我认知，⽽他内部并不必然有⼀个“被保护着的核”。
如果这⼀判断成⽴，那么当代审美经验的变化，就不能被理解为“有东西被夺⾛了”——那是站在旧基线上说的话。在新基线上，审

美经验的变化应当被重新描述为：当⼀个⼈的⾃我构成直接建⽴在外部评价⽹络的可视轮廓之上时，那些突然滑⼊感知的⽆⽤停驻、那些
与某块旧抹布的折痕之间发⽣的、不为任何⼈展⽰的沉默联结，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与⾃我认知对接的接⼝。它们不是被“挤掉”了，⽽是
被挡在了壳的外⾯——因为壳的稳固不靠它们，壳的运作逻辑也不需要它们。
本⽂⽆意将这种变化哀悼为“堕落”或“贫乏”。壳型⾃我同样不是⼀种“病”——它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成的⼀种主体形

态，正如它所取代的那种以“核”为⽀撑的旧⾃我（以下称为“核型⾃我”）同样是在另⼀组历史-社会条件（相对稀缺的物质环境、⾼确



定性的社会⻆⾊、不发达的评价技术）下被⽣成的形态。本⽂的⽬的，不是哀悼⼀个旧世界的消逝，⽽是认知⼀个新世界的⽣成。[1]
论证将沿以下路径展开：第⼆节完成对既有解释路径的谱系学检验，辨识它们各⾃与本⽂核⼼判断之间的缝隙，尤其聚焦于“旧基

线”预设的不同变体，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与福柯规训理论的实质性对话。第三节严格区分壳型⾃我与虚假⾃我、镜中⾃我、液态⾃我、⼈
格⾯具、规训⾃我等相近概念，确⽴其不可还原性，并正⾯回应“中空恐惧”的⼼理动⼒学来源问题。第四节以微观发⽣学案例展⽰壳型
⾃我的⽣成过程，在四岁的初次转化与⻘春期的壳建⽴之间插⼊⼀个⻘春期前的切⽚。第五节正⾯回应“新阈值”与“反向⽣成”两个反
驳，并专辟⼀节分析“⾮意向性退出”的边界情形。第六节给出可证伪条件与边界声明。第七节推衍壳型⾃我在美学理论、教育学、组织
⾏为学等领域的跨学科解释⼒。第⼋节以⾃反性姿态收束全⽂。

⼆、旧解释与旧基线：谱系学检验
在展开壳型⾃我的核⼼论证之前，有必要先对具有代表性的既有解释路径做⼀次审慎的谱系学检验。检验的⽬的，不是驳倒它们——

它们各⾃在其范域内都有不可否认的洞察⼒——⽽是精确地辨识：在每⼀种解释的内部，是否都暗含着⼀个预设了“旧基线”的判断；以
及，如果我们悬置这个预设，现有的解释各⾃会留下怎样的盲区。

（⼀）审美修养论：“缺失-填补”逻辑的旧基线
当代关于审美经验变化最直接的解释，是把问题诊断为“修养不⾜”。这种看法识别出⼀种能⼒的缺失，然后⽤⼀套可传授的知识与

技能去填补。它在教育学上是⾃洽的，在⽂化消费市场上也是有效的。
但本⽂关⼼的问题与“看懂毕加索”所需要的那种知识⽆关。本⽂关⼼的是：⼀个⼈还能不能在回家的路上被⼀棵歪树⽆故牵住。被

歪树牵住，不需要任何艺术史知识。那位七⼗多岁的退伍科员不知道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区别，但他能精确地复述五⼗年前某个下午穿过
营房窗⼾的那道光的质感——这种复述不是知识调⽤，⽽是感官记忆的直接复现。[2]
这⾥的裂缝在于：被歪树牵住的这种能⼒，它的丧失并不是因为个体“缺乏”了某种可以靠听课补回来的知识。它的丧失，是因为个

体在数⼗年的评价系统训练中，养成了⼀种在感知任何事物的同时就⾃动对它进⾏归类、命名与评估的习惯。这种习惯没有让他“变笨”
——它让他变得极其擅⻓快速地处理信息、给出判断。但它同时也让他失去了在未经任何名称中介的情况下纯粹沉⼊⼀个感官对象的耐
⼼。这不是“缺少”，⽽是“被替代”。旧的感知模式被⼀套更适应评价系统要求的模式覆盖了。审美修养论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了⼀个⾃
相⽭盾的⻆⾊：它试图⽤更多“教⼈如何看”的知识去修补⼀种“⼈已经忘了如何不依赖知识去看”的状态，⽽每⼀次知识的灌输，在结
构上都是在加固那种“⽤命名替代停留”的习惯。

（⼆）⽂化资本论：阶层⽐较内部的旧基线
布迪厄（Bourdieu,	 1979）的⽂化资本理论把审美品味的社会性追溯到阶层位置的形塑作⽤。他的穿透⼒在于，他把那个看起来最

“纯粹”“⽆利害”的审美凝视历史化了：能够“不为了任何实⽤⽬的⽽纯粹被形式打动”，本⾝是⼀种从物质必需中解放出来之后的阶
层特权。这个追溯动作在⽅法论上已经是发⽣学的——他不承认“纯粹审美凝视”是⼈的永恒本质，⽽追问它是从什么样的⼟壤和路径⾥
发⽣出来的。
但布迪厄的发⽣学追问在⼀个关键节点上停住了。他成功地把审美态度的发⽣追溯到了阶层位置的结构条件，然后就让这个发⽣冻结

在了那⾥：审美态度⼀旦从阶层结构中发⽣出来，就主要被理解为⼀个“再⽣产”的⼯具——它不断地把阶层边界再标记、再确认。在这
个框架⾥，布迪厄看不到⼀种并不服务于阶层区分功能的审美体验：那位退伍科员在营房窗前独⾃看光的那⼏秒钟。那道光的感知没有在
任何意义上帮助他区隔于其他⼠兵，没有让他获得可以升迁的⽂化资本，甚⾄没有被他本⼈当作“审美”来归类。它只是发⽣了，然后留
在他的感官记忆⾥，作为他此后五⼗年间在不同社会⾝份中穿梭时的⼀个沉默参照点。
这⾥暴露的是⽂化资本论内部的旧基线：它默认任何有价值的体验都必须在社会⽐较的坐标系⾥有某个位置。它的批判⽕⼒全部集中

在“什么样的品味被判定为优越”这个问题的内部，但它从未追问：是否存在⼀些体验，从⼀开始就不进⼊⽐较坐标系——它们的“⽆价
值”不是被权⼒话语压制的结果，⽽是它们在结构上就不构成任何可⽐较的项？

（三）现象学美学：被“还原”遮蔽的旧基线
现象学美学——尤其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5）对“⾁⾝”的分析与杜夫海纳（Dufrenne,	 1953）在《审美经验现象

学》中的论述——提供了⼀种更贴近本⽂关怀的进⼊路径。梅洛-庞蒂揭⽰了⼀个先于反思的知觉层：不是“我看到了红⾊”，⽽是在我去
想“这是红⾊”之前，那红⾊已经在我⾝体⾥制造了⼀种不可翻译的颤动。这种“被占据”的状态，在结构上和本⽂所描述的那种“被旧
抹布折痕⽆故牵住”的经验⾮常接近——⼆者都涉及评价判断的暂时悬置、⾃我意识的暂时退场。



但现象学美学的核⼼操作——悬置⾃然态度，回到事物本⾝——暗含了⼀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前提：那个“原初知觉层”是存在的，它
只是被⽇常的判断习惯遮蔽了，⼀旦通过现象学还原把遮蔽物悬置掉，就可以被重新触及。
本⽂要问的是：如果那个原初知觉层本⾝，不是在“被遮蔽”的意义上暂时离线，⽽是在“被系统性地训练掉了”的意义上发⽣了结

构性的萎缩呢？如果⼀个⼈从幼⼉园到研究⽣，他的全部感官使⽤⽅式都是在评价系统的框架内被塑造的——他每⼀次被⿎励去“观察”
⼀朵花，背后都有⼀句“写下来”“画下来”“这是什么颜⾊什么形状”的指令在等着他——那么当他成年后试图做⼀次“回到事物本
⾝”的现象学还原时，他要悬置掉的，不只是⼀套可以暂时关掉的⽇常判断习惯，⽽是⼀整个已经⻓在感官神经上的、数⼗年间被重复强
化了数万次的⾃动加⼯链路。现象学美学假设这个链路可以被⼀套哲学训练关掉——这是它的旧基线。这个假设在当代评价系统对感官使
⽤⽅式的渗透深度⾯前，可能已经不再成⽴。

（四）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发展性框架⾥的旧基线
温尼科特（Winnicott,	1971）的“过渡客体”与“独处的能⼒”、博拉斯（Bollas,	1987）的“变幻客体”，为本⽂的追问提供了精

神分析内部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替代者。温尼科特描述的过渡客体处于“既是我的⼀部分，也是世界的⼀部分”的悖
论性中间地带，它让婴⼉在“我”与“⾮我”之间建⽴起⼀个不被任何他⼈裁定的第三区。博拉斯的变幻客体则描述了成年后被⼀朵云⽆
故牵住的体验——那不是因为那朵云让你“想到”了童年，⽽是因为它唤醒了早年某种前语⾔的体验质地。
这两个概念和本⽂所描述的那种“偶发的、⽆故的沉⼊”，在表层上⼏乎可以⽆缝衔接。但仔细辨识，这两套分析在理论结构上有⼀

个关键的不同。温尼科特把过渡客体的功能定位在⼀个发展性序列之中：它服务于婴⼉从完全依赖到逐渐独⽴这⼀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性任
务。它的存在理由指向⼀个未来的状态——那个可以“独处”的成熟⾃我。同样的逻辑在博拉斯那⾥也存在：变幻客体唤起的是“早年环
境的体验质地”，它的运作机制依靠的是主体在形成期曾经拥有过⼀段⾜够好的早期环境。
本⽂的追问恰好站在这个“曾经拥有过”的前提正在被系统性侵蚀的地⽅。如果⼀个孩⼦从出⽣起，他的过渡空间——⽆论是⼀条毯

⼦还是⼀个私密的游戏⻆落——在早期就被⼀套旨在优化发展指标的⼲预⼯具所渗透，⽽照护者的注意⼒从⼀开始就更关注“这个⽉的精
细动作⾥程碑达成了没有”，那么这个孩⼦是否还能像温尼科特所描述的那样，建⽴起⼀个与某个特定客体之间的、不被任何外部评价所
闯⼊的私密第三区？如果他全部“变幻”体验的触发条件都在形成期内被评价流程系统性地覆盖了，那么他成年后，博拉斯所说的那种⽆
法⾔说的意味，还能被⼀朵云唤醒吗？
客体关系学派的旧基线，是“⾜够好的⺟亲”和“⾜够不被⼲扰的过渡空间”。这些在⼆⼗世纪中期的⼉科诊所⾥或许还⼤致成⽴的

假设，在今天的全评价化成⻓环境⾥，已经需要被重新置回历史条件之中去审察。

（五）福柯规训理论：权⼒如何⽣产了内⼼——以及如何可能撤销它
上述四种解释路径对审美经验变化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在最深处，它们共享同⼀个预设：⼈，在其正常的、未受损的状态中，应当拥

有⼀个不被他者评价所穿透的内⼼世界。修养论把它表述为“本该⼈⼈具备的原初感受⼒”；⽂化资本论把它表述为“被阶层权⼒遮蔽之
前的本真品味”；现象学美学把它表述为“被⽇常判断遮蔽之前的原初知觉”；客体关系学派把它表述为“被早期⾜够好的环境所沉淀下
来的沉默陪伴者”。它们分别⽤“缺失”“遮蔽”“遗忘”“压抑”来描述这个内⼼世界的缺席——但缺席的前提，是它本应在场。
在这个谱系中，有⼀个不可绕过的思想史邻居——福柯（Foucault,	 1975）的规训理论。他的分析不但早于上述四种路径中的⼤多

数，⽽且在结构上与壳型⾃我的⽣成机制构成了最直接、也最具迷惑性的对应关系：他描述的正是外部监视如何被个体内化为持续的⾃我
监控。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的分析揭⽰了⼀种现代权⼒形态：通过让个体知道⾃⼰可能在被观看，权

⼒不需要实际的持续在场，就能诱使个体将外部监视内化为⾃我规训。那个被关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囚犯——不需要真有狱卒在塔⾥，只
要他以为⾃⼰可能正在被看，就⾃⼰监控⾃⼰的⾏为了——他的“灵魂”正是被这种权⼒技术⽣产出来的。福柯明确地写道：“灵魂是⾝
体的监狱。”规训权⼒并没有消灭内⼼世界——恰恰相反，它⽣产了现代意义上那个充满⾃我审查、⾃我忏悔、⾃我剖析的“内⼼世
界”。这个内⼼世界是权⼒运作的产物，⽽不是它的对⽴⾯。
壳型⾃我的⽣成机制——外部评价被个体内化并⽤以持续调节⾃⾝⾏为与认知——与福柯的规训⾃我在表层上⾼度相似。⼆者都涉及

⼀种“被观看”的意识驱动的⾃我监控。但仔细辨识，⼆者在⼀个关键的结构节点上发⽣了断裂。
福柯的规训⾃我，其内部有⼀个“灵魂”。这个灵魂虽然是被权⼒⽣产出来的，但它在被⽣产之后，获得了⼀定程度的功能⾃主性

——“⾃我审查”“⾃我忏悔”“⾃我剖析”这些动作，都发⽣在⼀个内部的⼼理空间⾥，这个空间虽然是由外部监视的压⼒催⽣的，但
它⼀旦建⽴，就可以在没有实际外部监视的情况下⾃⾏运转。⼀个规训⾃我的个体在独处时，仍然会感到“有⼈在看”——这个“有⼈”
是内在化的监视者，它存在于他的内部。正是这个内在监视者，使得他能够与⾃⼰独处时进⾏持续的⾃我对话、⾃我怀疑、⾃我修正。他
是不⾃由的，但他的不⾃由是有内部厚度的。



壳型⾃我则不同。在壳型⾃我的⽣成环境中，外部评价不再需要被“内化”为⼀个内部的监视者——因为外部评价本⾝已经是实时、
持续、可视化的。当⼀个⼈的学习时⻓、运动步数、睡眠质量、社交活跃度、⼯作绩效全部被量化为⾯板上的数字并实时更新时，他不需
要“想象”⼀个塔⾥的狱卒——⾯板本⾝就是那个狱卒。⽽且⾯板⽐狱卒更有效：狱卒有下班时间，⾯板没有；狱卒只能看到⾏为表⾯，
⾯板可以量化到⼼率变异性。
这就产⽣了⼀个福柯未曾预⻅的结构后果：当外部评价变得如此即时、连续、全维度时，个体不再需要建⽴那个⽤来内化监视者的内

部空间。	 规训⾃我需要把外部监视“吃进去”，消化成⼀个内在的审视者；壳型⾃我则是把外部⾯板“穿在⾝上”——它就在外⾯，随时
可查，不需要被吃进去。⻓期下来，那个曾经⽤于消化外部监视、建⽴内在监视者的⼼理肌⾁，因为⻓期不被使⽤⽽萎缩了。
这不是说福柯错了。恰恰相反：福柯精确地描述了规训权⼒如何⽣产了现代意义上的内⼼世界。本⽂所做的，是在福柯的延⻓线上，

描述这种权⼒在进⼀步升级（从间歇性监视到全时段量化追踪）之后，它所⽣产的东西发⽣了变化——它不再⽣产⼀个有内部厚度的、善
于⾃我审视的“灵魂”，⽽是⽣产了⼀个实时响应外部信号的、内部中空的“壳”。这构成了⼀次历史性转折：同样的权⼒逻辑（让个体
的⾏为被持续可⻅），在⼗九世纪催⽣了内⼼世界，在⼆⼗⼀世纪却在撤销它。

（六）⼩结：旧基线的共同预设与本⽂要回答的新问题
上述五种解释路径在⼀点上构成了⼀个连续的谱系：它们各⾃以不同的⽅式，承认了“内⼼世界”的存在——区别只在于它是本质性

的（修养论、现象学美学）、被社会条件⽣产出来的（⽂化资本论、规训理论）、还是依赖于早期发展条件的（客体关系学派）。本⽂⽆
意在三千年哲学史中追认⼀个这样的内⼼世界被⾸次提出的时刻。⼀个粗略⽽经得起质疑的指认可以是：近代哲学传统中，笛卡尔
（Descartes,	 1641）对“我思”的确⽴是将⾃我稳固性锚定在⼀个不与外部评价直接连通的内部确定性的奠基性时刻；此后⽆论是洛克
（Locke,	 1690）的个⼈同⼀性理论、康德（Kant,	 1781/1787）的先验统觉、还是浪漫主义以降对“内在之声”的⽂化⾼扬，都在以不同
⽅式加固这个锚点的不可侵犯性。[3]
本⽂不是要论证这些哲学家“错了”。他们在各⾃的历史条件中描述的可能都是真实的经验结构。本⽂要论证的是：这些经验结构所

依赖的社会-⼼理⽣成条件，正在被系统性地侵蚀。当福柯所描述的那种“间歇性的、他⼈在场的”监视，升级为当代评价系统的“实时性
的、数据可视化的”追踪时，权⼒对⾝体的作⽤⽅式发⽣了⼀个福柯未曾明确预⻅到的质变：它不再需要⼀个内在化的“灵魂”作为中
介。⾯板直接对⾝体说话，⾝体直接对⾯板做出响应——中间那个⽤于内部反思、⾃我对话、沉默停留的⼼理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被结构
性地短路了。
我们正在⾯对的，不是⼀个旧⾃我的被掏空——那还是站在旧基线上说话。我们正在⾯对的，是⼀个新⾃我的被⽣成。这个新⾃我不

需要“被掏空”，因为它从⼀开始就不是被填满的。它的稳固，来⾃于另⼀套完全不同的⼼理机制。

三、壳型⾃我的核⼼内涵与不可还原性
上⼀节的⼯作是清扫地基：现有解释路径之所以⽆法触及本⽂所关注的那个问题，不是因为它们不够深刻，⽽是因为它们都共享⼀个

正在失效的预设。本节的论证任务是正⾯的：正式确⽴壳型⾃我的核⼼内涵，并以精密的⼼理动⼒学语⾔论证它与此前最相近的概念——
温尼科特的虚假⾃我、福柯的规训⾃我——之间的结构性差异。这⼀论证的成败，直接决定“壳型⾃我”是⼀个理论创新还是修辞包装。

（⼀）壳型⾃我的操作化定义
壳型⾃我是⼀种⾃我感的组织⽅式。在这种组织⽅式中，个体的⼼理稳态——即那种“我还在、我还好、我知道我是谁”的持续性感

受——的维持，主要不依赖于任何不可被外部观测、不可被社会⽐较、不可被算法量化的内部锚点，⽽是依赖于⼀个由外部评价反馈、社
会⾝份标记与量化指标构成的动态轮廓。这个轮廓像⼀层外壳那样包裹并⽀撑着个体的⾃我认知。外壳之内，并不必然存在⼀个“被保护
着的核”——⼀个与外部保持间距的、沉在⽐较之外的、在沉默中⾃我更新的内⼼世界。
然⽽，必须在此做出⼀个重要的退让，以免这⼀概念被误认为声称了⼀种绝对的、⽆⼀丝内部残留的中空。本⽂并不主张壳型⾃我是

⼀个彻底的、没有任何内部感受的⿊箱。壳型⾃我确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尤其是在幼年形成期的缝隙中）⽣成某种极其微弱的、⽚段
的、不成体系的“类核”⼼理残留——或许是⼀段反复出现的、⽆法被归类的感官记忆，或许是⼀种弥散的、⽆法被任何⾯板数据捕捉的
⾝体感受。但这种残留弱⼩到⽆法独⽴⽀撑任何形式的⼼理稳态：它⽆法在外部评价发⽣剧烈波动时提供底部稳定感，⽆法为“我是谁”
这个问题提供不依赖社会⽐较的回答，⽆法在⽇常的⾃我感受中占据任何主动的、结构性的位置。它的存在，类似于⼀座被拆除的建筑在
地基深处残留的⼏块碎砖——它们确实存在，但它们不构成任何可以被称为“建筑”的东西。壳型⾃我不是没有任何内部感受，⽽是没有
任何在功能上⾜以构成“核”的内部锚点系统。
以下四条运作特征，将此组织⽅式与“核型⾃我”区分开来：



（1）稳态⽀撑的外部依赖性。	 核型⾃我的⼼理稳态在⽇常情况下由内部锚点提供——那些不进⼊社会⽐较的私密体验（⻩昏的光、
⼀块旧布、⼀⼩段反复哼唱的旋律）在⽇积⽉累中沉淀为⼀个沉默的参照系。当外部评价发⽣波动——⽐如被否定、被忽视、社会⾝份暂
时松动——这个参照系提供了⼀种不与外部波动共振的底部稳定感。壳型⾃我不具备在功能上⾜以独⽴维持稳态的内部锚点系统。它的稳
态⽀撑直接由外部评价⽹络的持续反馈提供：当外部反馈正常流通（“各项指标都亮着绿灯”），⾃我感保持稳定；当外部反馈中断或整
体性恶化，⾃我感直接暴露于崩塌的⻛险之中。
（2）⾃我边界的操作性⽽⾮反思性。	 库利意义上的“镜中⾃我”涉及⼀个反思性的内在时刻：我想象别⼈怎么看我，我被这种想象

影响，我形成某种⾃我感觉。这个“想象”的动作预设了⼀个存在于个体内部的、进⾏想象与感受的⼼理空间。壳型⾃我则不主要依赖这
种想象性的内化。它的运作更接近于对实时反馈的操作性响应：不是为了“获得某种⾃我感觉”⽽去想象他⼈评价，⽽是在各类数据⾯
板、社交反馈、指标数字⾯前直接调节⾃⾝⾏为与认知，以求将这些外部指标维持在某个安全区间之内。这种响应在⼼理层⾯上不需要经
过⼀个深层的、沉静的内在加⼯过程。
（3）“不可通约性”体验的不兼容。	 核型⾃我维持其独特性的关键机制，是那些⽆法被纳⼊社会⽐较的体验——它们因为“不可通

约”⽽成为⾃我感中不能被外部评价穿透的部分。[4]	 壳型⾃我则在结构上不兼容于这类体验：不是因为这类体验“被压抑”了，⽽是因
为这类体验发⽣时，⽆法与那个由外部评价⽹络构成的可视轮廓建⽴对接——它们既⽆法被“展⽰”，也⽆法被“评估”，更⽆法被“累
加”为⾃我感的组成部分。因⽽它们⽆法被壳型⾃我的运作系统识别为“有价值的”。它们不是被排斥，⽽是被滑过。
（4）壳的⽣成性⽽⾮防御性。	 这是壳型⾃我与温尼科特虚假⾃我在本体论上最根本的分界线。壳型⾃我不是在保护某个隐藏的内核

——它是壳，⽽且壳本⾝就是那个⾃我。壳内部的“中空”不是被掏空之后留下的空腔，⽽是从⼀开始就没有被填充——因为这个⾃我的
⽣成条件，从形成期开始就不⽀持⼀个功能性的“核”的发育。但它也并⾮绝对中空——那极其微弱的内部残留，是壳在⽣成过程中未能
被完全消除的⽣成痕迹。这⼀笔在下⼀⼩节中将被充分展开。

（⼆）不可还原性论证：壳型⾃我不是什么
本⽂在⽅法论上同意这样的原则：⼀个新概念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它“说了什么”，同样取决于它“拒绝被还原成什么”。如果壳型

⾃我可以被⼀对⼀地翻译为某个已有的经典概念——翻译之后，那个经典概念的使⽤者可以说“这不就是我⼀直在说的X吗？换了个名字
⽽已”——那么这个新概念就没有任何理论收益。以下展开与五个最相关的概念的系统区分。

1.	与温尼科特“虚假⾃我”的区分：撑	vs.	藏
这是最关键的区分。温尼科特的虚假⾃我（False	 Self）是⼀个防御结构。它的功能是在⼀个⽆法适应婴⼉真实需求的环境中，通过

顺从外部要求来保护那个退缩的、隐藏的真实⾃我（True	Self）。温尼科特写道：“真实⾃我保持着隔离状态，⽽虚假⾃我则被建⽴起来
作为⼀种防御，去应对⼀个⽆法被容忍的、失败的早期环境。”（Winnicott,	 1965）在这个理论结构中，真实⾃我与虚假⾃我同时存
在：⼀个是隐藏的核⼼，⼀个是外显的壳；壳的存在理由，是为了让核不被侵⼊。壳是核的保镖。如果有⼀天环境变得安全了（⽐如分析
中的治疗关系），壳可以被卸下，核可以重新显露、恢复⽣⻓。
壳型⾃我不是这个结构。在壳型⾃我⽣成的评价系统环境中，那个需要被保护的“核”，在形成期的漫⻓过程中，根本没有获得⾜够

的条件去发育成⼀个功能性的⼼理结构。壳不是核的保镖——壳就是⾃我。壳的“内部”不是藏着⼀个真实⾃我，⽽是没有⼀个在功能上
⾜以独⽴维持⼼理稳态的内部锚点系统。壳型⾃我的功能不是藏（保护内部），⽽是撑（⽀撑外部）；藏的前提是有⼀个值得藏的宝⻉，
撑的前提是内部在功能意义上是中空的。
⽤⼼理动⼒学的语⾔精确表述：在温尼科特的分析框架中，虚假⾃我是⼀种分裂的产物——真实⾃我与虚假⾃我在⼈格内部构成了两

个彼此隔离的系统，分析治疗的⽬标是让它们重新建⽴联系。在壳型⾃我这⾥，不存在这种分裂——因为不存在两个功能性的系统。存在
的就是⼀个系统：⼀个以外壳形态运作的⾃我，它的运作不依赖壳内部的“另⼀套完整的东西”。这意味着，壳型⾃我不是适应不良的、
病理性的——恰恰相反，它在评价系统环境中是⾼度适应的、功能良好的。它不是压抑了真实之后的结果，⽽是⽣成了⼀种新形态之后的
结果。[5]

2.	与福柯“规训⾃我”的区分：穿	vs.	吃
与福柯规训⾃我的区分，在第⼆节中已有详细铺垫，此处聚焦于⼀个核⼼⼼理动⼒学⽐喻来收束。
规训⾃我把外部监视吃进去，消化成⼀个内部的监视者。这个内部监视者的存在，意味着他拥有⼀个可以⽤来与⾃⼰对话、审视⾃

⼰、怀疑⾃⼰的内部空间——尽管这个空间本⾝是被权⼒⽣产出来的。壳型⾃我则把外部⾯板穿在⾝上。⾯板随时可查，它不需要被吃进
去。⻓期⻝⽤“外部监视”来滋养“内在审视者”的那条消化道的⼼理肌⾁，因为⾯板直接对⾝体说话⽽⻓期闲置，逐渐萎缩。



这不是⼀个量的差异（“⾯板⽐监狱塔更⾼效”），⽽是⼀个类的差异——它关系到“⾃我监控”这个动作，究竟是发⽣在⼀个内部
的空间⾥（需要⼀个内部的执⾏者），还是直接发⽣在⾝体与外部数据⾯板的交互界⾯上（不需要内部的执⾏者）。规训⾃我是“我⾃⼰
在监控我⾃⼰”——这个句⼦⾥的两个“我”构成了⼀个内部的张⼒空间。壳型⾃我是“⾯板在监控我，我根据⾯板调整”——这个句⼦
⾥的“我”是调整的执⾏终端，不是审视的执⾏者。

3.	与库利“镜中⾃我”的区分：操作	vs.	反思
库利（Cooley,	 1902）的镜中⾃我包含三个⼼理步骤：（1）我想象⾃⼰在他⼈眼中的形象；（2）我想象他⼈对这个形象的判断；

（3）我产⽣某种⾃我感觉——骄傲或羞愧。这个链条的核⼼，是想象——那个“我想象”的动作发⽣在⼀个内部的⼼理空间⾥，这个空间
的运作不直接依赖外部反馈的实时存在。我可以独⾃坐在房间⾥，想象昨天别⼈是怎么看我的，然后感到满⾜或不安。
壳型⾃我的运作不同于此。它不主要⾛“想象⼀个判断→产⽣⼀个感觉”这条内在通路。它⾛的是“接收⼀个信号→做出⼀个调整”

这条操作性通路。当外部反馈是即时、⾼频、可视化的（如点赞数、排名、积分、绩效指标），个体不需要去“想象”他⼈的判断——判
断已经在⾯板上实时显⽰了。⽽他需要做的也不是去“感受”这个判断并形成⼀种复杂的⾃我感觉——他需要做的是调整⾏为，让那个数
字回到安全区间。
这种从“想象”到“监测”、从“感受”到“操作”的变换，不是程度的差异，⽽是类的差异。镜中⾃我仍然是⼀个内部充盈着反思

与情感的⾃我——它被那些想象中的⽬光所触动、所滋养或所伤害。壳型⾃我则是⼀个将外部反馈直接操作化为⾏为调节的⾃我——⾯板
上的指标是绿灯还是红灯，决定了接下来做什么，⽽这个决定的过程并不必然经过深层的情感加⼯。

4.	与鲍曼“液态⾃我”的区分：壳的刚性	vs.	流的⽆常
鲍曼（Bauman,	 2000）的液态现代性描述了后现代状况下⾝份的流动、不稳定、短暂——旧的社会结构（阶级、职业、家庭、⺠族

国家）不再能提供稳定的⾝份锚点，个体被迫在不断变化的境况中不断地重新定义⾃⼰。“液态⾃我”的核⼼意象是没有固定形态——⽔
被倒进不同容器就变成不同形状，但永远不凝固。
壳型⾃我则描述了⼀种看似相反的现象：在同⼀个液态现代性的条件中——评价系统、注意⼒经济、⾝份的不确定——形成了⼀种新

的、极其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个壳的刚性，恰恰依赖于那些鲍曼视为“消解稳定”的⼒量：⾼度流动的评价、快速变化的⾝份标记、实时
更新的数据⾯板。壳不是堤坝——把流挡在外⾯；壳是旋涡——在流中形成，依靠流的持续运动来维持⾃⾝的结构。鲍曼看到了流冲垮了
固；本⽂则看到了流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凝结成⼀种新的固。壳型⾃我不是⼀个消解了旧锚点之后⽆家可归的漂泊者；它是⼀个在评价流之
中建⽴起实时动态平衡的冲浪者——他的稳定感不来⾃踩在坚实的⼟地上，⽽来⾃持续地与浪保持正确的相对速度与⻆度。
这个区分对理解Z世代的⾃我形态⾄关重要。许多关于Z世代“脆弱”“易碎”的论述，隐含地⽤液态⾃我的框架去理解他们——认为

他们缺少稳固的⾝份锚点，因⽽焦虑、迷茫、容易崩溃。壳型⾃我的分析则给出⼀个不同的理解：他们的“稳固”⽅式与上⼀代不同。他
们不是没有锚——⽽是锚的类型变了。核型⾃我⽤深埋在海底的重锚来稳定⾃⼰（沉、慢、不易移动）；壳型⾃我⽤多个动态推进的平衡
翼来稳定⾃⼰（轻、快、实时调整）。重锚被拔掉之后，船翻了。但动态平衡翼失效之后，船也翻了——只是翻的⽅式不同。

5.	与荣格“⼈格⾯具”的区分：单⼀界⾯	vs.	多重操作⾯
荣格（Jung,	 1953）的⼈格⾯具（Persona）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种妥协，⼀种旨在适应外部世界的功能性情结”。它是个体在

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戴上的⾯具——不同的社会⻆⾊要求不同的⾯具，但⾯具之下，有⼀个“真正的”⾃我（⾃性，Self）。⼈格⾯具有
两个关键特征使它区别于壳型⾃我：（1）它是可在不同场合摘戴的——虽然⻓期固着于某⼀⾯具会导致神经症，但在概念上，⾯具是可以
更换的，且主体在理论上可以意识到“这是⾯具，下⾯是真我”；（2）它是脸谱化的、⻆⾊性的——⼀个教师的⾯具、⼀个领导的⾯具、
⼀个亲密伴侣的⾯具，各⾃对应不同的社会⻆⾊期待。
壳型⾃我不是⼀张可以摘戴的⾯具。它不是个体在进⼊某个特定社会⻆⾊时“戴上”的，在他独处时可以“摘下”的东西。壳就是他

的⾃我的组织形式，不存在“摘掉壳”之后的⼀个更真实的⻆⾊。可以说，壳型⾃我与⼈格⾯具的区分，不在“壳”这⼀层的形态，⽽在
壳与内部的关系：⼈格⾯具的下⾯有⼀个⾃性；壳型⾃我的内部在功能意义上是中空的。
与此相关，壳型⾃我与⾼夫曼（Goffman,	 1956）的拟剧⾃我也必须做出区分。⾼夫曼的“印象管理”描述了个体如何在不同社会情

境中呈现不同的⾃我——前台与后台、观众与剧组。他的框架中，那个在后台摘下表演装束的个体，仍然拥有⼀个不对外展⽰的“后台⾃
我”。壳型⾃我的问题不在于“表演”——它在于当⼀个⼈的全部⾃我都成为“可以被展⽰”的东西之后，后台⼼理空间的萎缩。

（三）中空恐惧的⼼理动⼒学：裂缝，⽽⾮审视



在完成上述五项不可还原性论证之后，本⽂必须正⾯回应⼀个可能从论证内部⽣⻓出来的最严峻挑战。这个挑战的核⼼是：如果壳型
⾃我的内部在功能上是中空的，如果它的⼼理运作是“操作性⽽⾮反思性”的，那么它在第五节中所描述的那种“功能良好与存在性焦虑
并⾏”的痛苦，来⾃何处？⼀个真正的壳型⾃我——如果前三节的定义被严格持守——它应当不具备⼀个⽤来怀疑“我是否真正活过”的
内部反思位置。那这种痛苦的⽣成，是否意味着⼀个隐秘的“核”仍在场？——正如温尼科特的框架会预测的那样？
本节剩余部分，将论证这种痛苦不需要预设⼀个“核”的在场。壳型⾃我的存在性焦虑，其⼼理动⼒学来源不是温尼科特意义上的

“真实⾃我被压抑后的呼救”——因为那个真实⾃我从未在功能上发育完整。它的来源，是壳的结构裂缝。
壳型⾃我的⼼理稳态依赖于外部评价⽹络的持续运转。当这个⽹络正常运转、各项指标亮着绿灯时，⾃我感保持在⼀个“⼀切正常”

的操作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壳型⾃我不需要、也不会主动去审视⾃⼰的⽀撑结构——正如⼀辆正常⾏驶的汽⻋的驾驶者，不需要也
不会去想“如果此刻发动机熄⽕会怎样”。但当⽀撑结构出现局部断裂——⼀次突然的失业、⼀场塌房事件、⼀段亲密关系的突然终结，
或是更隐蔽的：在⼀项⻓期追求的⽬标终于达成之后，外部反馈突然变得“安静”了，新的⽬标尚未出现——壳的⽇常运作就会出现⼀个
缺⼝。在这个缺⼝打开的短暂间隙⾥，主体被迫⾯对⼀个事实：那个⼀直在⽀撑他⾃我感的东西，不是他⾃⼰的⼀部分；它是外部的、是
可撤回的、是不由他掌控的。
这个“⾯对”不是⼀种主动的、反思性的“审视”——它不来⾃⼀个沉静的、内部的、能够与世界保持距离的观察者位置。它是⼀种

被动的、⾮⾃愿的暴露。就像⼀个⼈在暴⻛⾬中⼀直撑着⼀把伞，伞突然被⻛掀翻了，他在那个瞬间不是“主动审视”了伞的结构——他
是被⾬劈头盖脸打了⼀脸，被迫意识到⾃⼰⼀直是靠那把伞在挡⾬的。这个“意识到”，不是哲学的沉思，⽽是⾝体的惊觉。
这种惊觉之所以带来恐惧，不是因为它触动了某个隐藏的“核”的伤痛记忆，⽽是因为它暴露了壳型⾃我的⼀个根本性的脆弱：壳的

外部⽀撑⼀旦被抽出，壳的内部没有另⼀套可以接住它的系统。恐惧的对象不是在壳内部“被关着的那个真我”的痛苦——那个真我从未
发育过，⽆痛可感。恐惧的对象是坠落本⾝：在没有内部安全⽹的情况下，意识到⾃⼰⼀直悬在外部⽀撑件的钩⼦上，⽽那些钩⼦并不牢
固。
这意味着，壳型⾃我的存在性焦虑，其发⽣是有条件的——它不是壳型⾃我的“⽇常状态”，⽽是壳型⾃我在遭遇⽀撑件局部断裂时

的⼀种“状态破⼝”。在⽇常运转中，壳型⾃我可以完全不被这种焦虑困扰，因为壳的运作不需要它去思考“壳本⾝是否存在”。只有在
断裂发⽣的临界时刻，那种被动的“看⻅”才会出现。这是⼀种裂缝中漏进来的光——不是来⾃⼀个完整的内核向外发出的光，⽽是从壳
的破损处漏进来的、刺眼的、不受欢迎的外部光。它照亮的是壳内部的空荡，⽽不是某个被藏起来的宝⻉。
这个论证如果成⽴，就同时解决了两个问题。第⼀，它解释了壳型⾃我何以在功能完好的同时体验到存在性焦虑——因为焦虑的源头

不在正常运转的⽇常状态⾥，⽽在运转出现中断的临界时刻⾥。第⼆，它堵住了温尼科特框架可以重新“吞回”壳型⾃我的那个缺⼝：这
种焦虑不需要预设⼀个“核”在被压抑，它只需要预设壳有裂缝，⽽裂缝⼤到⾜以让主体被迫看⻅壳本⾝的存在。[6]

四、壳型⾃我的微观发⽣学：⼀个案例
上⼀节确⽴了壳型⾃我的核⼼内涵与不可还原性。但⼀个新概念不能只靠定义⽴住——它必须能够回答“它是如何被⽣成的”这个问

题。本节将提供⼀种微观的发⽣学描述，展⽰在⼀个孩⼦的教育场景中，⼀种原初的⽆⽤凝视如何被评价实践⼀步步地转化为可评估的观
察记录，⽽这种转化在重复数万次之后，如何改变了这个孩⼦感知世界和维持⾃我感的⽅式。
需要事先说明本节描述的性质。这不是⼀项已完成的纵向追踪研究的实证报告。本⽂承认：要严格地建⽴“评价实践→壳型⾃我⽣

成”之间的因果链，需要跨越数⼗年的纵向数据，⽽这类数据⽬前并不存在。本节的意图，是在现有理论资源与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
构建⼀个具有⼼理真实度的发⽣学模型——⼀个⻙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描述，旨在揭⽰这⼀⽣成过程的内在机制，⽽⾮声称这⼀过程
在所有个案中都按此精确路径发⽣。它的论证效⼒，不在于经验覆盖的⼴度，⽽在于机制揭⽰的深度：⼀旦这个机制被展⽰出来，此前被
当作“正常教育实践”的那些⽇常动作，就会被重新怀疑为壳型⾃我⽣成过程中的关键步骤。[7]

（⼀）⼀个凝视的瞬间及其被转化
设想⼀个四岁的孩⼦，在⼩区的⻆落⾥蹲了下来，在看⼀群蚂蚁搬家。他不是为了任何⽬的在看——不是为了完成⼀个“观察作

业”，不是为了编⼀个故事，也不是为了在⽗⺟⾯前展⽰⾃⼰的“专注⼒”。他只是被蚂蚁晃动触须的那个⽅式吸引了。有⼀种不确定
的、尚未被命名的东西正在他的感官⾥发⽣。也许他会看五分钟，也许他会看半分钟然后被别的东西引⾛。⽆论如何，这⼏分钟是⽆⽤的
——它不服务于任何可被评估的发展⽬标。没有⼈在记录，没有指标在被测量。
现在，照护者出现了。照护者看到孩⼦在“观察蚂蚁”，第⼀反应可能是赞赏：“宝宝真棒！都会观察⼩蚂蚁了！来，告诉妈妈，蚂

蚁有⼏条腿呀？”这个反应的底层逻辑不是恶意的——它恰恰是对孩⼦的关注和⿎励。但在它的结构中，已经发⽣了⼀次关键的转换：⼀
种不指向任何外部⽬的的、私密的感官沉⼊，被即时地转化为⼀个可被评估的⾏为——“观察蚂蚁”。接着，这个⾏为被进⼀步引向⼀个
可被测量的认知产出——“蚂蚁有⼏条腿？”



在这个转化的瞬间⾥，孩⼦原始的⽆⽤凝视被两个新东西覆盖了：⼀是名称（“你在观察蚂蚁”），⼆是评估（“真棒”）。第⼀次
发⽣时，这完全⽆害——孩⼦甚⾄可能因为被表扬⽽开⼼。但此事的要害不在于单次事件，⽽在于它的重复频率与系统性。
从幼⼉园开始，这个孩⼦的绝⼤多数感官使⽤时刻——看⼀棵树、摸⼀块⽯头、在纸上⽆意识地涂鸦——都会被照护者或教育者以类

似的⽅式接住：被命名（“你在做XX呀”）、被评估（“真棒/不对/再画⼀个”）、被纳⼊某个可观察的发展指标（“精细动作/⾊彩感
知/观察⼒/专注⼒”）。到⼩学阶段，这种转化从成⼈的⼝头反馈发展为书⾯的评价表格——每⼀次“观察”都有对应的“观察记录”，
每⼀次描画都有对应的“等级评定”。到中学阶段，连“写⽇记”这种最私密的⾃我对话形式，都可能在语⽂课程中被规定为每周必须提
交并计分的作业。
这不是⼀场事先策划好的阴谋。它是评价系统⾃然⽽然的运作⽅式：系统需要可观察的指标来证明“教育在发⽣”“发展在进⾏”，

⽽感官使⽤中那些不可被指标化的部分——⽆⽤的凝视、⽆名的触动、⽆⽬的的停留——在系统看来，等于没有发⽣。

（⼆）⼀个⻘春期前的切⽚：⼗岁孩⼦的树叶
发⽣在四岁那年的第⼀次命名与评估，如果只是⼀次孤⽴的事件，当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但如果这件事在之后六年⾥，以不同的⾯

貌、在不同的场景下、经由不同的照护者和教师之⼿，重复了数千次——那么到⼗岁时，这个孩⼦的感官启动⽅式，已经发⽣了可辨识的
结构性位移。
我们截取⼀个⼗岁的切⽚。这个孩⼦在⾃然课上被要求“观察⼀⽚树叶并画下来”。他坐下来，拿起树叶，开始看。经过六年的训

练，他的感官在⾯对⼀个⾃然物的第⼀秒起，就⾃动启动了⼀套提取程序。他看到的不是⼀⽚完整的、以其独⼀的质地和光泽占据他感官
的东西。他看到的是⼀个组合：颜⾊（可以识别并命名：叶绿素）、形状（可以归类：卵形或披针形）、叶脉（可以判断：平⾏脉或⽹状
脉）、边缘（可以描述：锯⻮或全缘）。他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对这⽚树叶的“标准化观察描述”，写满表格上的每⼀个空格，并获得
“观察⼒强”的评价。
这个孩⼦不是没有在看树叶。他在看，⽽且看得很有效率。他的提取程序运转得流畅、精确、符合期待。但是，在这两分钟⾥，有⼀

件事始终没有发⽣：他从来没有⼀刻，是纯粹地被这⽚树叶的“这个东西”所占据的。那⽚树叶背⾯在午后的阳光下透出的、由叶脉⽀撑
着的半透明的绿——那种东西，它不属于“叶绿素”这个名词，不属于“⽹状脉”这个分类，它不在任何表格的空格⾥。它是不可提取
的。⽽他在六年的训练中，感官中那套⽤于“被这种东西⽆故牵住”的神经肌⾁，已经因为⻓期不活动⽽萎缩了。他不是“不想”感受它
——他是⽆法感受它，因为在感官启动的第⼀毫秒，提取程序就已经接管了，等程序运⾏结束、表格填满，树叶已经被放下，他的注意⼒
已经移向下⼀个任务。
这个⼗岁的切⽚，是四岁的初次转化与⻘春期壳的建⽴之间的⼀个必要中转站。没有它，读者只能理解“转化的起点”和“壳的结

果”，却感觉不到那个“数万次”是如何⼀步⼀步完成的。有了它，我们就能看⻅：每⼀次照护者嘴⾥说的“宝宝真棒”、每⼀次表格上
被打上的五⻆星、每⼀次课堂上被念出来的“某某同学观察得最好”，都是⼀次微⼩的重复——它们每⼀个单独拿出来都⽆害，甚⾄有
益，但合在⼀起，就在⼗年⾥缓慢⽽不可逆地完成了⼀件事：把⼀个本来可能在⽆⽤的沉⼊中⻓出⾃⼰的内部锚点的感官系统，重新塑造
为⼀台⾼效的外部信息提取器。

（三）重复数千次之后：感官习惯的结构性位移
从⼗岁再往后，贯穿整个⻘春期前和⻘春期早期，同样的转化在数百个不同的场景下被重复：⾳乐课上的旋律变成“节拍辨识”的考

题，美术课上的⾊彩变成“冷暖⾊调搭配”的知识点，语⽂课上的诗歌变成“作者表达了什么思想感情”的标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感
官习惯沿着两条轴线发⽣了结构性的位移。
第⼀条轴线：从“沉⼊”到“提取”。	核型⾃我的感官习惯，是在⾯对⼀个对象时，先让⾃⼰的注意⼒被对象吸引，让对象以其⾃⾝

的质感、⾊彩、节奏来占据感官。在这个沉⼊的过程中，对象不是被当作“⼀个要被处理的信息源”⽽⾯对，⽽是作为⼀个独⽴于任何⽬
的的存在⽽被遭遇。什么被看⻅、什么被留下、什么在⼏年后被偶然想起——这些不由⼀个预设的提取⽬标决定。壳型⾃我在形成期被训
练出的感官习惯则相反：⾯对任何⼀个对象时，⾃动地启动⼀个“提取”程序——它有什么可被识别、可被命名、可被评估的特征？它在
这个场景中的“信息量”有多⼤？我从它这⾥能带⾛什么？这并⾮⼀种刻意的功利计算——它是⼀种已被内化的感官加⼯模式，其⾃动化
程度类似于专业摄影师在看到光线时⽴刻判断⾊温和光⽐，不需要额外调动意志。
第⼆条轴线：从“不与任何事⽐较”到“总是已经在⽐较”。	当孩⼦被夸“你观察得真仔细”时，⼀个隐蔽的坐标系已经被引⼊了：

这个观察⾏为的价值，是在与其他⾏为（或与其他孩⼦的同⼀⾏为）的⽐较中确定的。哪怕照护者只是单纯地想⿎励孩⼦，那个“真仔
细”⾥⾯已经藏着⼀条刻度：有些观察是“仔细”的，有些是“不仔细”的；这个孩⼦此刻的观察，落在这条刻度的“仔细”这⼀侧。当
这种反馈重复数千次，孩⼦内在的感知发⽣在发⽣的同时就不再是“不与任何事⽐较的纯粹发⽣”——它总是已经被放在了⼀条想象的⽐
较轴上，正在被评估、正在被排序。这就是“不可通约性”体验被系统性地排除出去的⽅式：不是因为某个权威在禁⽌它出现，⽽是因为



感官本⾝的运作⽅式已经适应了⼀个时时刻刻都在⽐较与评估的框架，那种“与⼀切都⽆关的、就这么发⽣了的触动”在这种框架⾥没有
任何可以落脚的地⽅。它不被排斥——它不出现。

（四）壳的建⽴：⾃我稳态的⽀撑⽅式发⽣变更
感官习惯的位移是前半程。后半程是⾃我稳态的⽀撑⽅式随之发⽣变更。
在核型⾃我的早期形成过程中，那些⽆⽤的感官沉⼊有⼀个重要的⼼理功能：它们在逐渐地、⽇积⽉累地构成⼀个沉默的内部参照系

——⼀个不与外部评价共振的⾃我感受层。这道光在窗棂上慢慢移动的那个下午、那条毯⼦上被反复抚摸的那个⻆、那⾸在⾬后院⼦⾥⾃
⼰随⼝哼唱过⽆数次的⼩调——这些东西不被任何⼈评估，不进⼊任何成就记录，甚⾄不会被主体⾃⼰主动回忆。但它们在他的感官记忆
底层的持续存在，构成了⼀个不参与社会⽐较的⾃我感受层。这个感受层在⽇常中沉默，但在外部评价发⽣剧烈波动的时刻——当他的社
会⾝份突然被否定、当他的成绩被认定为“不合格”、当他在职场上被忽视或边缘化——它提供了⼀种“底部⽀撑”：外部评价在剧烈晃
动，但⾃我感的底部依然安稳。
壳型⾃我的⽣成过程，恰恰是这种底部⽀撑从未被建⽴起来的过程。当⼀个孩⼦的全部感官使⽤时刻都被系统地转化为可评估、可⽐

较的项⽬，当他的每⼀次“⽆⽤沉⼊”都在萌芽阶段就被接过去转化为⼀个“可展⽰的成就”——他从未获得⾜够的机会，在沉默的、不
被观看的、不被评估的孤独⾥，独⾃地、缓慢地、反复地建⽴起⼀个只属于他⾃⼰的感官参照系。他不是“丧失了”这个参照系——他是
从未在形成期获得⾜够的条件去建⽴它。或者更精确地说：他可能在某⼏个偶然的、未被评价系统覆盖的缝隙时刻，⽣成了⼀些零散的内
部残留——但他从未获得⾜够⻓的、不被评价系统打断的连续时段，将这些零散残留整合成⼀个在功能上⾜以独⽴⽀撑⼼理稳态的内部锚
点系统。
到⻘春期，他需要回答“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这些⾃我认同的核⼼问题。此时，那个沉默的内部参照系并不存在，或仅仅以碎

⽚形态存在，远不⾜以承担稳态⽀撑的功能。但⾃我感的维系需要某种稳定的⽀撑物。于是，外部评价⽹络的动态轮廓——成绩排名、社
交反馈、各项指标——进⼊结构性的空缺位置，开始承担⾃我稳态⽀撑的功能。如果说核型⾃我是依靠⼀个埋在感官记忆深处的沉锚来获
得稳定，壳型⾃我则是依靠⼀组实时更新的动态指标来维持平衡。两者都能提供稳定感，但稳定的来源和脆弱性⽅式不同。

（五）⽤这个发⽣学模型重看审美经验的变化
现在，当代审美经验的变化可以被重新描述为上述发⽣过程的后果，⽽⾮审美修养论的“缺乏某种知识”或客体关系学派的“早期环

境不⾜”。
当⼀个⼈的⾃我稳态⽀撑完全建⽴在外部评价⽹络的可视轮廓之上时，⼀个下午的⻩昏光线、⼀块旧抹布的折痕、⼀段不知名的旋律

——这些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外部反馈增量、⽆法被展⽰在任何⾯板上、在“数据⾃我”的档案中完全隐形的感官事件——就在结构上失去
了与他的⾃我认知建⽴接⼝的能⼒。他并⾮刻意排斥它们；他只是从未被训练去注意它们。甚⾄当他偶尔被这些事物触及时——那极其微
弱的内部残留可能在某些安静的间隙发出⼀丝⼏不可闻的信号——那触动的微弱信号很快就被来⾃各个⾯板的更新信息覆盖了。归根到
底，壳的运作不需要这些信号——它有⾃⼰的、更直达的⽀撑系统。
在这个意义上，当代审美经验的变化不是“感性能⼒的衰退”。衰退预设了⼀个由⾼到低的跌落过程。⽽这⾥发⽣的是替代：旧的感

知-⾃我耦合模式，被⼀套新的、更适应评价系统运作逻辑的耦合模式所取代。如果我们在旧模式的参照系内度量这种变化，它看起来确实
像是“丧失”。但如果我们承认参照系本⾝已经变了，那么合适的诊断就不再是“丧失”，⽽是“⽣成了⼀种新的组织⽅式”——在这个
新⽅式中，审美经验不再以“不可通约的私密触动”为典型形态，⽽以“可展⽰、可⽐较、可累加的⾝份标记”为典型形态。

五、抵抗与边界——正⾯回应反驳
到此为⽌，本⽂已经完成了壳型⾃我的核⼼概念论证与微观发⽣学描述。但⼀个理论如果不能承受住来⾃内部和外部最有⼒反驳的冲

击，就只是⼀个⾃圆其说的故事。本节正⾯回应两个最有⼒的反驳，并主动检视⼀个可能构成实质挑战的边界情形。

（⼀）“新阈值”反驳：所谓“丧失”是否只是审美阈值的代际变迁？
反驳的完整形态是这样的：
“你说的‘被歪树牵住’的能⼒，我们没有丧失，只是形态变了。我们同样会被⼀个设计精妙的短视频转场、⼀个游戏的交互机制、

⼀个粉丝为偶像创作的⼆次元同⼈图所‘击穿’。这种‘击穿’同样不需要知识、⽆法⾔说。它只是不为你这代⼈所共享⽽已。你所谓
的‘丧失’，本质上是代际审美阈值的变迁。你⽤你的旧阈值来度量我的新阈值，然后宣布我‘空了’。”
这个反驳直接挑战本⽂的判断——如果所谓的“壳型⾃我”其实只是每⼀代⼈都会经历的⼀种感知⽅式的⾃然更替，那么“壳型⾃



我”就没有描述任何实质性的新现象，只是⼀个为代际审美差异披上批判外⾐的术语。
这个反驳有⼒量，因为它击中了本⽂判断中的⼀个关键区别：我们如何区分“审美阈值的正常代际更替”和“感知-⾃我耦合⽅式的结

构性变更”？两者在表象上的相似性——都是“上⼀代⼈⽆法进⼊下⼀代⼈的审美经验”——使得前者很容易被当作后者的迷惑性替代。
回应分两步。
第⼀步：确⽴“不可通约体验”与“代际共享审美”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退伍科员被穿过营房窗⼾的光牵住——这件事的审美属性是什么？它不是任何⽂化社群的“作品”。它不为任何⼈⽽存在。它在发⽣

时，科员没有“我在做⼀件很审美的事”的意识。他没有在任何意义上“消费”它、“分享”它、“展⽰”它。它唯⼀的⼼理功能，是在
他此后五⼗年的⽣活⾥，成为⼀个外部评价系统够不着的、沉默的参照点。
⼀个Z世代⼥孩被某款游戏的⼀段场景演出所“击穿”——这件事的审美属性是什么？它是⼀部团队的集体作品，经过了从概念设计到

技术实现的完整⽣产流程。它被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玩家共享、讨论、制作成“名场⾯”剪辑⼴泛传播。她在被击穿的那个瞬间，强烈地、
清晰地感觉到了⾃⼰属于某个审美社群（“我们都懂这⼀段”）——这种归属感是她审美体验不可分割的⼀部分。她后来在社交平台上发
布⾃⼰为这个场景创作的同⼈图，获得点赞和共鸣——这个反馈循环进⼀步巩固了这段体验对她⾃我认知的意义。
关键区别不在于“谁的审美更⾼雅”。关键区别在于这两种体验与⾃我稳态之间的关系。
退伍科员的光是完全“独⼀的”——它不与任何其他⼈对这同⼀道光的体验构成任何可⽐较、可共享的关系。这道光在他的⽣命⾥占

据的那个位置，是不可通约的——不能被翻译成任何可⽐较的语⾔，也因此⽆法被外部的任何评价系统纳⼊衡量。恰恰因为这种不可通约
性，它在科员的⾃我感受层中提供了⼀个不受⽐较影响的稳定区域——⼀个沉在底部的锚点。
Z世代⼥孩的游戏场景体验，在审美强度上可能丝毫不逊于科员的光，甚⾄可能远超。但它在结构上不同：它的发⽣与她的⾝份归

属、社交分享、社群反馈是紧密耦合的。它不是⼀个“在⽐较之外的锚点”——它是⼀个“在⽐较之内的、⾼度流通的、经由社群确认的
审美通货”。这种体验在很⼤程度上参与构成了她的外部评价可视轮廓——她的同⼈创作收到的反馈，她在社群中被认可的程度，都成为
那个轮廓的组成部分。它同时是壳的⼀部分——不是壳的“对⽴⾯”，⽽是壳的⼀个⾼度有效的组件。
这就是壳型⾃我框架对这⼀反驳的重新描述：Z世代被同⼈图“击穿”的体验是真实的——它的审美强度不是假的，不是肤浅的替代

品。但它与科员的光在结构上不同。后者不进⼊壳的建构——它是核的构成部分。前者进⼊壳的建构——它是壳的构成部分。因此，这种
体验的存在不但没有证伪壳型⾃我的判断，反⽽印证了它：壳型⾃我不是“没有感动”——它有极其丰富的审美感动；只是这些感动发⽣
的⽅式，已经被不可逆地与评价系统、社群归属、社交反馈耦合在⼀起，不再扮演“在⽐较之外建⽴沉默锚点”的功能了。
第⼆步：推进这个反驳，让它⾃⼰暴露出内在极限。
回应⼀个有⼒的反驳，不⽌是抵挡它，更是在它最强的地⽅推进它，让它⾃⼰暴露出它的边界。我们把这个“新阈值”论证推到它的

极限——推到那种明确服务于社群联结与⾝份表达的审美体验完全够不着的地⽅。考虑以下场景：
（1）⼀个⼈在⼀个没⼈会知道他曾经到过那⾥的空旷沙滩上，独⾃坐了⼀个下午，被浪的某种节奏锚住了。他没有拍照分享。他没

有把它编码为“⼀次绝美的海滩⽇落体验”。他甚⾄可能没有告诉任何⼈他度过了这个下午。
（2）⼀个⼈为⼀部游戏的⼀场戏画了⼀张同⼈图，发布在平台上，获得了回应。
“新阈值”反驳不能说（2）中的体验没有发⽣——它确实发⽣了，⽽且对那个⼈的⾃我感影响可能很深。但“新阈值”反驳也不能说

（1）和（2）没有结构差异——当⼀个⼈独⾃坐在空旷沙滩上的那个下午没有进⼊任何流通渠道、没有被任何外部评价确认、甚⾄没有被
他本⼈当作“值得炫耀的审美经历”时，这个下午在他的⾃我感中留下的那个印记，与（2）中那个在同好社群中被反复确证的作品体验
所留下的印记，是两种不同类的⼼理留存⽅式。
壳型⾃我的诊断不是说（2）不存在或不重要。它说的是：当⼀代⼈在形成期获得的绝⼤部分强烈体验都发⽣在（2）的模式中时，他

们可能从未获得过⾜够的时间与⼼理空间，去发展出回应（1）所需要的那套感知-⾃我耦合系统。他们不是“看不上”（1）；⽽是在
（1）的现场，他们的感知系统缺少⼀个可以接住它的内部接收器。那个下午的海浪，不会回应、不会点赞、不会拿流量——对于⼀个已成
为壳的⾃我来说，这是⼀种全然的陌⽣体，它既不属于壳的运作逻辑，也不进⼊壳的⽀撑系统。

（⼆）“反向⽣成”反驳：评价系统是否已经在孕育新的“核”？
第⼆个反驳来⾃社会学⽅向，它质疑的是本⽂的发⽣学是否过于单向、过于绝望，低估了系统和个体的反⾝性和裂缝：
“你的论述是结构决定论的。你描述了评价系统如何塑造了壳型⾃我，但你低估了个体的能动性。就在这个评价系统最深重的地⽅，

难道没有催⽣出新的、你尚未察觉的‘核’吗？⽐如，因为‘塌房’⽽集体⼼碎的粉丝社群，是不是建⽴了⼀种基于共同情感的、不可被



商业系统完全收编的新‘核’？因为KPI的荒谬⽽兴起的‘摸⻥哲学’和‘拒绝内卷’的⻘年⽂化，是不是在壳的内部进⾏着某种消极但
真实的抵抗？这些反向运动，是否恰恰证明‘核’的⽣成能⼒是⽆法被根除的？”
这个反驳的⼒量在于，它没有简单地否认壳型⾃我的存在——它承认了评价系统的压⼒，但声称在这压⼒之下，新的反向运动正在催

⽣出⼀种新的“核”。如果这些反向运动真的能够⽣成出不被评价系统穿透的内部锚点，那么本⽂的核⼼命题——壳型⾃我是在这⼀历史
条件下被⽣成的稳定形态——就必须被限定为⼀种趋势性判断⽽⾮结构性判断，其普遍性将⼤幅削弱。
回应需要区分两种不同形态的抵抗，并在其后增加⼀种理论必须诚实⾯对但可以从容处理的边界情形。
第⼀种抵抗：在同⼀个游戏内部换策略。	 “摸⻥哲学”是⼀个典型。⼀个被KPI压榨的员⼯，不再追求卓越绩效，转⽽追求“在不被

系统检测到的前提下做最少的⼯作”。这看起来是在反抗评价系统。但仔细看：他的⾃我稳态是如何维持的？不是通过建⽴起⼀套不与
“绩效好坏”这个评价坐标系相关的内部锚点——他实际上仍然⽣活在这个坐标系⾥，只是⽬标从“拿优秀”变成了“不拿不及格”。他
甚⾄可能在“摸⻥技术”这个维度上发展出了⼀套新的⾃我评价标准（“我⽐隔壁⼯位的同事更会摸⻥”），进⽽从中获得⼀种在其他摸
⻥者社群中被认可的⾃豪感。这种抵抗不是从评价系统中“退出”了，⽽是换了⼀种游戏策略，在系统的边缘重新建⽴了新的⽐较玩法。
它没有⽣成核，它⽣成了壳的另⼀种变体。
第⼆种抵抗：在系统内部挖掘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同时是新的流通空间。	粉丝社群中的“塌房共情”是⼀个更复杂的情况。我们需

要追踪⼀个具体⼼理时刻，⽽不是⽤理论术语直接下判决。
设想⼀个⼗七岁的⼥孩，她花了⼀年时间，为⾃⼰的偶像建了⼀个资源站、画了四⼗多张同⼈图、在超话⾥认识了七个每天互道晚安

的朋友。偶像不只是“喜欢的⼈”——偶像是她和那些朋友之间共同的⺟语，是她每天放学后打开⼿机时第⼀个确认的东西，是她在学校
⾥羞涩寡⾔但在超话⾥被⼈夸“太太好会画”时感到⾃⼰是完整的那种凭证。然后，偶像塌房了。确凿的证据摆在⾯前。她的第⼀反应不
是“我要抵抗评价系统”，不是“我要⽣成⼀个新的核”。她的第⼀反应是：⼿机掉在地上，哭了很久，然后打开超话。
在这个时刻，超话⾥已经有两万多条新帖。她看到有⼈说“我也在哭”，有⼈说“我不相信”，有⼈说“我们还在”。她开始打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按下发送的那⼀刻，她不是在做⼀件“维护外壳”的事。她是在最真实的恐慌⾥，向唯⼀还在的地⽅伸出
⼿。⼏分钟后，有⼈回复她：“我们还在。我们为⾃⼰⽽存在。”她看着这句话，慢慢不再抖了。她开始重新画画——不是为偶像画，⽽
是为那个在超话⾥回她帖的⼈画。⼏天后，她把画发出去，收到七⼗多个点赞。
这个过程的全部情感——恐慌、伸出⼿、被接住、慢慢不再抖——都是真实的。但让我们仔细看它在⼼理结构上的轨迹。塌房事件造

成的，不是“核”的⽣成——那个从未在形成期被充分培育的内部锚点系统，不会因为⼀次外部事件的冲击就凭空⻓出来。塌房造成的是
壳的⼀个组件的突然断裂——那个⽀撑了她⼀年⾃我感的⾝份拼图，被猛地抽⾛了。她接下来的全部⼼理动作——“打开超话”“发帖”
“看到回复”“重新画画”“发出去”——在功能上不是在“向内⽣⻓⼀个新的核”，⽽是在迅速地在缺⼝处重建⼀个新的外部连接。回
帖的⼈是新的连接件，画画是新的连接⽅式，七⼗多个点赞是新的连接确认。这⼀整套动作像⽌⾎带那样⼀匝⼀匝地缠在那个缺⼝上，迅
速、有效、⽽且真实——但它缠的是外部连接，不是内部锚点。
这个过程的⼼理意义不应该被轻视。它确实是治愈性的——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她⾃我感的稳定。但它的运作机制恰恰证明了壳

型⾃我的韧性和⾃适应能⼒：当某个外部⽀撑件断裂，壳不会被动地等待⼀个“核”来填补空隙（核从未存在过），⽽是会主动地、创造
性地在评价系统的其他区域寻找并重建替代品。这使得壳型⾃我远⽐它看起来更稳固——它不是脆弱的蛋壳，⽽是⾼度柔韧、⾃我修复的
聚合物外壳。但这种稳固性的代价是：每⼀次修复，都把壳再加固了⼀次，每⼀次外部连接的断与重建，都让那条通往“可能在裂缝中⻓
出点别的什么”的路，被多封住⼀层。

（三）边界情形：⾮意向性退出——壳的裂缝⾥能否⻓出核？
上述分析可能会让读者产⽣⼀种印象：壳型⾃我是⼀个如此⾃洽、如此⾃我修复的结构，以⾄于任何反向运动都只能被它收编。这会

产⽣⼀个严重的理论⻛险——⼀个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等于什么都没解释。⼀个负责任的理论，必须指明⾃⼰会在什么条件下被证伪，
并主动检视那些最可能构成边界的经验领域。
本节专辟⼀部分，正⾯分析⼀个此前被本⽂回避的案例类型——不是因为这类案例可以被轻易收编，⽽是因为它们恰恰构成了壳型⾃

我理论最需要认真对待的边界。
案例类型：因⻓期罹患严重慢性病⽽被迫从社会评价⽹络部分退出的群体。
考虑⼀位三⼗五岁的患者。在患病前，他是⼀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我感的⽀撑结构是典型的壳型：绩效排名、晋升预期、朋友圈

点赞数、跑步App上的累计⾥程、⾖瓣读过的书单。这些外部指标构成了⼀个亮着绿灯的动态轮廓，维持着“我还在、我还好”的⽇常感
受。然后，疾病降临。在接下来的三年⾥，他⽆法继续⼯作，社交媒体账号注销，跑步数据归零，晋升轨道断裂。曾经⽀撑他⾃我感的整
个外部评价轮廓，在数⽉之内相继⽡解。这个过程不是他主动选择的“退出”——他是被迫的。他没有“抵抗”任何系统，他是被系统抛



了出去。
但是，在被迫退出之后的第三年，他报告了⼀种此前没有的体验。每天上午⼗点，阳光会从病房的窗⼾照进来，落在床边那把旧⽊椅

的扶⼿上。他开始注意到，那道光每天的位置和质感都略有不同——有时是清冷的⽩，有时带着⼀点暖⻩。他在那道光⾥坐半⼩时，什么
都不做，就是看着它。他不知道⾃⼰为什么看，也没⼈要求他记录“情绪状态”，没⼈把这半⼩时编码为“正念训练”。但那半⼩时，成
了他⼀天⾥最稳定的⼀件事。他后来对采访者说：“以前我没有这种东西。以前我的每⼀天都是被当天要做的事填满的。现在没有事了，
但我每天有这个。”
这个案例如果被证实具有某种规模上的代表性，它就会以“不是能动的抵抗，⽽是被动的、⾮⾃愿的被迫退出”这种⽅式，重新打开

核的⽣成可能性。它的机制与粉丝社群完全不同——不是在系统内部挖避难所，⽽是被系统抛出之后，在系统够不着的地⽅，在漫⻓的、
不被任何评价⾯板监测的安静中，缓慢地、⽆⽬的地、不可计划地重新⽣成了⼀种与外部评价不耦合的感知-⾃我连接。
壳型⾃我理论如何处理这个边界？这⾥有三种可能的理论回应，本⽂在⽬前的论证阶段不做出最终选择，⽽是如实陈列其各⾃的困难

与开放度。
第⼀种回应：将这个案例视为壳型⾃我的证伪，承认理论被限定在⼀个更窄的范围内。	这意味着承认：壳型⾃我是评价系统持续运转

条件下的⼀种稳定的主体形态；⼀旦评价系统的覆盖出现⾜够⼤、⾜够久的断裂——如严重疾病的被迫退出、照护负担的⻓期隔离、经济
崩塌导致的社会性死亡——壳型⾃我可能被解构，内部锚点可能在裂缝中被重新⽣成。如果这个回应被采纳，壳型⾃我就从“⼀种代际性
的、不可逆的⾃我形态”退让为“⼀种在评价系统持续覆盖条件下的默认形态”。理论的普遍性被削弱，但准确度被提⾼。本⽂作者倾向
于这个⽅向，但承认这需要在今后的经验研究中接受检验。
第⼆种回应：论证这种“重新⽣成的核”仍然是壳的⼀种变体，因为它仍然发⽣在对外部评价系统的消极参照之中。	那位患者之所以

能“纯粹地看光”，恰恰是因为他已经被评价系统彻底抛出了——他的“不参与⽐较”不是主动⽣成的内部锚点，⽽是被动获得的豁免状
态。⼀旦他康复并重新进⼊社会评价⽹络，这种豁免可能即刻消失。这意味着，这不是核的真正⽣成，只是壳在系统覆盖不到的地⽅出现
的⼀种暂时性的、条件依附的“类核”现象。这个回应的优势在于保持了理论的闭合性，弱点在于可能过于防御性，将理论置于“什么都
能解释”的不利位置。
第三种回应：区分“⽣成条件”与“维持条件”。	核型⾃我的⽣成需要不被评价系统持续打断的、⾜够⻓的形成期；⼀旦错过了形成

期，成年后的核能⼒就极难从零开始建⽴。但是，如果在成年后，⼀个⼈经历了⾜够⻓、⾜够彻底的评价系统退出，他可能不是在“重新
⽣成”核，⽽是在激活那些在形成期的缝隙中侥幸存留下来的、极其微弱的内部残留，让它们在⻓期安静中获得此前从未获得的⽣⻓空
间。这不等于“核型⾃我可以被成年后的退出所修复”——因为残留⽣⻓的上限，受制于形成期所沉淀的残留量。如果形成期的评价覆盖
没有留下任何哪怕是最微⼩的缝隙，那么成年后的退出可能只会暴露彻⻣的虚空，⽽不是⻓出新的锚点。
这三种回应各⾃有未解决的困难。本⽂在⽬前的论证阶段，诚实地⾯向这个开放问题，⽽不是⽤⼀个漂亮的收⼝来掩盖它。壳型⾃我

是⼀个趋势性判断，不是⼀个全称命题。它描述的是⼀种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被系统性⽣成的主体形态，但它并不声称这种⽣成是铁板
⼀块、没有任何裂缝和反向可能的。哪⾥是裂缝，哪⾥就是未来的研究应该去的地⽅。

六、可证伪条件与边界
任何经得起推敲的判断，都必须指明⾃⼰会在何种条件下被证明错误。以下是壳型⾃我判断的可证伪条件。
（1）第⼀组条件：代际效应将被证明为纯粹的⽣命阶段效应。	 核⼼预测：壳型⾃我的特征（外部评价依赖、不可通约体验的不兼

容）具有代际不可逆性——⼀旦在形成期被建⽴，不会随着个体进⼊中年或⽼年⽽⾃动消退。替代假说：壳型⾃我的特征只是典型的“年
轻⼈在乎外部评价、到中年后⾃然会回归内⼼”的⽣命阶段效应。检验⽅式：对1990年前出⽣、在评价系统渗透程度较低的童年环境中⻓
⼤的⼈群（作为参照组），与1995年后出⽣、在评价系统全⾯渗透的童年环境中⻓⼤的⼈群，在⼆⼗年后（当后⼀组达到35-45岁时）做
跨期⽐较。如果后⼀组的壳型⾃我指标（量化⾃我的依赖度、外部评价对⾃我稳态的⽀撑权重、“不可通约体验”的频次与重要性）随年
龄增⻓⾃动回归到参照组⽔平，则本⽂的核⼼判断被削弱——壳型⾃我可能只是⽣命阶段差异⽽⾮结构性代际更替。如果两组在同⼀⽣命
阶段的指标差异持续存在，则本⽂的判断获得⽀持。
（2）第⼆组条件：壳型⾃我特有的痛苦形式在临床上不可区分。	 核⼼预测：存在⼀种独特的⼼理痛苦形态——社会功能良好与持续

性存在性焦虑并⾏，且这种焦虑的触发条件与壳的⽀撑件局部断裂⾼度耦合，其⼼理动⼒学来源不是被压抑的“核”的呼救，⽽是壳在裂
缝暴露时被迫⾯对⾃⾝结构全貌。替代假说：这种所谓的“壳型⾃我特有痛苦”只是抑郁症、⼴泛性焦虑症或存在主义危机的⾮特异性表
现，在结构上⽆新类可⾔。检验⽅式：设计能够从上述已知诊断中区分出本⽂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临床访谈⼯具，在不同⼈群中使⽤。如
果这种区分在临床上是不可操作的——即被诊断为壳型⾃我特有痛苦的⼈群在症状学上与上述已知诊断完全重叠，且对相同的治疗⽅案有
相同反应——则本⽂关于“新痛苦形态”的判断被削弱。需要在此做出明确的⽅法论声明：本⽂描述的是“⼀种结构性的⼼理处境”，⽽
⾮“⼀种新的临床诊断类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需要满⾜诊断效度、鉴别效度、治疗特异性等⼀系列临床标准，这些标准在本⽂的论



证范围内并未被满⾜。本⽂的⼯作是命名⼀种处境，⽽⾮发明⼀种病症。
（3）第三组条件：既有的审美教育⽅法能够系统地培养出壳型⾃我框架所定义的那种不依赖评价的感知。	 核⼼预测：以知识传授和

技能训练为主要⼿段的审美教育，其实际产出是有能⼒谈论艺术的消费者，⽽不是在⽆需知识中介的情况下被⽇常事物⽆故触动的个体；
这种差异不是“教育还不够好”的结果，⽽是“教育的运作逻辑与它试图培养的那种感知属于不同的⾃我结构”的结果。替代假说：这只
是“⽬前的审美教育还不够好”——优化教学⽅法、引⼊更多体验式学习、更早开始艺术教育，可以系统性地培养出壳型⾃我框架所描述
的那种不依赖评价的感知⼒。检验⽅式：识别出现有的、被公认在该领域做得最好的审美教育项⽬，对受过该项⽬的学⽣与未受该项⽬的
对照组进⾏⽐较。核⼼观察指标不是艺术史知识⽔平，⽽是“⽆⽬的审美停留的频次与质量”——即个体在独处时被⾮艺术品的⽇常事物
（⼀道光、⼀块墙⽪、⼀段⾮⾳乐的声响）⽆故牵住并纯粹停留的频率。如果在⾼质量审美教育项⽬的毕业⽣中，这⼀指标与未受该项⽬
的同代⼈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显著差异，则本⽂对审美教育实效边界的判断获得⽀持。
边界声明。	本⽂没有声称壳型⾃我是当代唯⼀的⾃我形态。核型⾃我的⽣成条件虽然受到系统性的挤压，但并未完全消失。在那些因

为各种原因——家庭教养⽅式的⾃觉选择（如“去屏幕化”育⼉）、⽂化社群的保护机制、对评价系统的主动疏离——⽽保留了不被评价
实践完全渗透的成⻓空间的个体中，核型⾃我仍然在被⽣成。本⽂的分析单位是趋势性的代际变迁，不是独⼀个体的⼼理诊断。这⼀变迁
在不同阶层、不同⽂化社群、不同家庭教育⽅式中的不均匀分布——壳型⾃我的⽣成条件在那些主动疏离评价系统的家庭中是否被阻断，
这种阻断能否在代际尺度上形成反向的社会选择——是本⽂承认但未处理的重要盲区，需由后续研究补充。
限制声明。	本⽂在第六节（现第七节）的跨领域推衍，给出的是⼀组可追问的假设⽅向，⽽⾮已完成的经验论证。它们在⽅法论上的

性质是“假设⽣成”，⽽⾮“经验检验”；它们的价值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不在于给出已验证的答案。此外，本⽂对“核型⾃我”的描
绘（退伍科员的光等），在很⼤程度上是通过追溯性的、回忆性的案例来建⽴的。这会让本⽂的对⽐双⽅——核型⾃我与壳型⾃我——在
案例类型上存在不对称：核型⾃我⽤的是经过时间检验的、在记忆中沉淀过的案例；壳型⾃我则主要⽤的是通过理论推演构建的理想类
型。这个不对称在⽅法论上的稳健性，需要在今后的经验研究中被检验。

七、跨领域推衍：壳型⾃我在相邻学科的解释⼒
⼀个真正有⼒的核⼼概念，应当能够在⾃⼰的源问题域之外，对相邻领域的现象给出⽐既有解释更锋利、更经济的诊断。本节将壳型

⾃我推衍到美学理论、教育学、组织⾏为学、经济学和⼼理健康五个领域，展⽰它的跨学科解释⼒。这些推衍在⽅法论上的性质是“假设
⽣成”，其价值在于提出新的问题，⽽不在于给出已验证的答案。

（⼀）美学理论：审美话语为何失去了制造“偶遇者”的能⼒？
当代美学⾯临的⼀个实践困境是：即使在那些被称为“审美教育”的项⽬中——例如公⽴学校系统的艺术课程、周末美术馆教育⼯作

坊——被培养出的也往往是“有能⼒谈论艺术的消费者”，⽽极少是“被⼀块旧抹布牵住的⼈”。审美修养论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课程的不
⾜之处。⽂化资本论把它归因为合法品味的下渗失败。但这两者都解释不了为什么上述审美教育的实效边界如此稳定——即它们为什么总
是在培养出“谈论者”之后就停在那⾥了。
壳型⾃我提供了⼀个与此不同的解释。如果⼀个⼈在形成期间，⾃我稳态的⽀撑⽅式已经是壳型的——也就是说，他在⾯对任何事物

时，⾃动启动的是“提取可评估信息”⽽⾮“沉⼊不可通约体验”的感知模式——那么审美教育对他所做的，就是给他增加了⼀套更精密
的“提取⼯具”。他可以⽤这些⼯具更精确地分析⼀幅画的构图、说出它的流派归属、引述艺术史上的类似作品。但这些⼯具本⾝⽆法让
他切换到另⼀种感知模式——因为那种模式需要的不只是⼯具，更需要⼀个不在运作时就被⽤于提取信息的、能够纯粹停留的感官习惯。
这种习惯不在审美教育所训练的那些能⼒的框架之内——它不是在“缺了什么可以补回来”的意义上缺席，⽽是在“已经⻓成了另⼀种结
构”的意义上缺席。

（⼆）教育学：全过程评价化如何重塑了学习的⼼理动⼒学
⼀个从壳型⾃我视⻆来看的教育现象是：“学习兴趣”的消逝模式发⽣了世代性的改变。在核型⾃我为主的学⽣群体中，兴趣的消逝

通常表现为“这个科⽬我不喜欢了”——⼀种与特定学科内容相关的情感变化。在壳型⾃我为主的学⽣群体中，兴趣消逝往往表现为⼀种
更普遍的状态：“我对学习本⾝不感兴趣”——甚⾄更精确地说，“没有外部评价驱动，我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
这个差异可以被壳型⾃我的⼼理动⼒学重新描述。当⼀个学⽣的学习过程从形成期起就被持续地耦合于外部评价反馈——分数、排

名、评语、打卡记录——他的学习⾏为就不是在“被好奇⼼驱动”与“被分数驱动”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是在结构上逐渐形成了对后者
的排他性依赖。好奇⼼所驱动的那种学习——那种“不求任何可展⽰的产出、纯粹被⼀个问题抓住、在没⼈看的时候⾃⼰花⼀个下午去琢
磨它”的⾏为——在评价系统⾥没有记录，没有对应的反馈信号。在壳型⾃我已经稳定的学⽣那⾥，它甚⾄不产⽣“我在做⼀件有意义的
事”的内部确认感。因此，当外部评价暂时撤出——⽐如寒暑假、⼤学低年级的⾃由探索期——他⾯对的不是“我终于可以想学什么就学



什么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的⼼理真空。这不是懒，是⼀种结构性的动机缺失。
由此引出对当前教育评价改⾰的诊断：改⾰者们通常关注的是“评价的公平性”——即如何让评价更准确、更全⾯、更少偏差。壳型

⾃我的视⻆则把问题提升到另⼀个层⾯——⽆论评价多么准确、多么多维、多么⼈性化，它仍然是⼀种评价。它仍然在持续地将学⽣的注
意⼒引向“我被如何衡量”，⽽不是“我在经历什么”。评价改⾰可以通过降级⾼利害考试来减少焦虑，但只要对⽇常学习⾏为的全时
段、全维度的量化监测持续发挥作⽤，壳型⾃我的⽣成条件就没有被根本性地触动。

（三）组织⾏为学：现代职场的“空⼼稳定”
壳型⾃我如何解读现代职场的离职新现象：⼀位拿到年度最⾼绩效的员⼯⾃⾏离职了，离职时并没有找到更好的下家，也没有发⽣任

何明确的⼯作冲突。HR和直属上级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把离职归结为“个⼈原因”。
⽤传统的组织⾏为学框架去看，这类因为难以解释，通常被归⼊“未被满⾜的深层需求”“缺乏意义感”这样的宽泛桶形概念⾥。壳

型⾃我框架给出⼀个更具体的路径。此⼈的外部评价轮廓是完整且良好的——晋升顺利、薪酬增⻓、年度绩效优异。壳的所有可视指标都
亮着绿灯。但离职的冲动指向的是壳的结构裂缝——在某⼀个安静的周末夜晚，在各项指标都短暂安静的间隙⾥，⼀种被动的、⾮⾃愿的
惊觉发⽣了：“我这么被认可，但这认可是我唯⼀的⽀撑。如果有⼀天它撤了——⽼板换了、⾏业遇冷了、⼀次决策失误毁了晋升轨道
——我还有什么？”这个惊觉不是核在呼救——它恰恰来⾃壳型⾃我在极其清醒的间隙⾥，被迫看到了⾃⼰的⽀撑结构全貌。
对于这类现象，传统的组织解决⽅案——更多的认可、更好的晋升通道、更完善的员⼯关怀计划——恰恰是在加固壳⽽不是缓解其结

构性问题。因为这些⽅案全部在对外部评价轮廓进⾏优化，⽽那个引起恐慌的“中空”，不是靠增加外部⽀撑件就能填补的。这给组织⾏
为学留下了⼀个待解的难题：⼀个健康运转的组织评价系统，是否会系统性地⽣成⼀批“在其中活得很好却始终不安”的员⼯？如果是，
组织的健康与员⼯的某种深层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个此前未被识别的结构性⽭盾？

（四）经济学：消费模式从“效⽤”到“信号”的彻底转向
经济学家已经⼴泛承认“炫耀性消费”的存在。壳型⾃我把分析往前推了⼀步：如果消费的终极功能不是为了效⽤（吃饱、穿暖、听

好听的⾳乐），⽽是为了维持信号的持续发送——那么这就不再是“部分⼈、部分商品”的边缘现象，⽽是整个消费⾏为的底层逻辑正在
被重写。
在壳型⾃我的框架⾥，消费⾏为的⾸要⽬的不是满⾜某个先在的内部需求，⽽是维持⼀个外部的可视轮廓。维持的⽅式不⼀定是奢侈

性的——它可以是通过购买某⼀类书籍维持⾃⼰的“知识⼈设”，通过订阅某⼀类播客维持⾃⼰的“进步⼈设”，通过购买环保品牌的产
品维持⾃⼰的“有道德的⼈设”。这些消费⾏为是⽆可否认地真实的——买书的⼈真的读了书，买环保产品的⼈真的在为环保⽀付溢价。
但在这个视⻆下，消费⾏为同时具备了供给属性和信号属性，并且信号属性的权重持续增⼤——这个现象不需要⽤“虚伪”或“消费主义
洗脑”来批评，也不需要去追溯⼀个不再存在的“本真需求”。我们只需要理解：这类消费⾏为是壳型⾃我为了维持其外壳完整性⽽⾃然
地、持续地进⾏的⾝份拼图更新活动。

（五）⼼理健康：当“功能良好”与“存在性焦虑”不再⽭盾
壳型⾃我给当代⼼理健康带来的⼀个核⼼悖论是：功能良好与存在性焦虑，不再是⼀对⽭盾。⼀个壳型⾃我可以在⼯作、社交、亲密

关系中都“表现正常”——甚⾄“表现优秀”——⽽同时持续性地被⼀种“我是否真正活过”的焦虑所困扰。这种焦虑在传统的诊断框架
中难以被定位：它不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因为没有明确的情绪低落、兴趣丧失、动⼒缺乏），也不完全符合存在主义⼼理学所描述的
那种“存在的空虚”。它在现象上的特异性在于：焦虑的对象不是“我⽆法做好什么事”，⽽是“我在做这⼀切的时候，这个‘我’到底
是什么”。
这对于临床⼼理学提出了⼀个此前未被清晰表述的问题：当这种焦虑⽆法被社会功能的改善所缓解（因为社会功能从来就没有受

损），当它也⽆法被认知重构所触及（因为焦虑的认知内容并没有⼀种可识别的“歪曲”），现有的治疗⼯具⾯对的是什么？是否有⼀种
痛苦，它的根源不是创伤、不是功能障碍、不是负⾯认知模式，⽽是⼀种稳定、良好、正常运转的⾃我结构的必然副产物？壳型⾃我不回
答怎样治疗，但它为这类难以归类的痛苦给出了⼀个可以被讨论的命名。需要再次强调：本⽂描述的是“⼀种结构性的⼼理处境”，⽽⾮
“⼀种新的临床诊断类别”。前者向后者的转化，需要满⾜⼀系列本⽂未处理的临床标准。

⼋、结语：命名之后
本⽂完成了对“壳型⾃我”这个概念的核⼼论证——给出了它的操作化定义，严格区分了它与虚假⾃我、规训⾃我等相近概念的结构

性差异，展⽰了它的微观发⽣过程，回应了对它最有⼒的反驳，并诚实地⾯对了它最棘⼿的边界情形。最后，在结语中以⾃反性姿态收束



全⽂：本⽂⾃⼰，在多⼤程度上也是壳型⾃我的⼀种产物？
坦⽩地说：在相当程度上。这篇论⽂的核⼼判断——“壳型⾃我”这个概念——如果被当作⼀个可以在学术评价体系中获得认可、被

引⽤、被讨论、进⽽成为作者⾝份标识的“成果”，那么它就是⼀件典型的壳型⾃我维持其外壳完整性的操作。它参与学术场域的⽐较游
戏，追求在与其他理论的区分中确⽴⾃⼰的位置，期望被承认其“创新性”。但这些动作，恰恰是壳型⾃我最擅⻓的那⼀套——在外部评
价的可视轮廓上，为⾃⼰添加⼀个叫“原创理论家”的⾝份拼图。从这个⻆度看，并不存在⼀个可以从壳的外部抽⾝的安全位置——当代
学术⽣产本⾝，就是壳型⾃我⽣成条件的⼀个⾼度浓缩的范例。
⽽这套⾃我指涉的困境，还在更深处蜷着⼀层。那个能够写下前⾯七节全部论证的“我”——那个能够识别旧基线、区分假邻居、推

演发⽣链、回应反驳、主动暴露边界、甚⾄写下此刻这段⾃反性⽂字的“我”——恰恰是在做⼀系列最依赖于内部反思距离的动作。这说
明什么？说明本⽂的作者⾃⼰在多⼤程度上也是⼀个壳型⾃我？还是说，那个在被评价系统完全渗透的学术场域⾥仍然能够进⾏概念创新
和⾃反性审视的⾏为本⾝，已经证明了壳型⾃我的“中空”不是绝对的——那个在形成期侥幸残留的、极其微弱的内部参照系，仍然在特
定条件下（⽐如，当⼀个⼈被⼀个问题⾜⾜追了两年，⽽这个问题恰好追问的是“你的内部是不是空的”）被迫⽣⻓成了某种此前未被充
分动⽤的⼼理肌⾁？
这第⼆个解释，本⽂的作者不愿意轻易相信它——因为它太⽅便了，它太像⼀个⾃⼰为⾃⼰量⾝定制的理论赦免。但如果它碰巧是真

的，那么壳型⾃我就确实不是铁板⼀块：它的壳，在⻓期被⼀个问题追问的压⼒下，可能会⾃发地产⽣出⼀种此前未被任何⼈——包括壳
的主⼈⾃⼰——所察觉的微⼩裂缝。⽽那条裂缝，不是抵抗的产物，不是社群的产物，不是好的审美教育的产物，⽽是追问本⾝的产物：
⼀个⼈被⼀个问题持续地、诚实地追问了⾜够久，他⽤来抵挡这个问题的那层壳，就开始出现裂纹。
这不是⾃嘲，⽽是对“何为判断”的追问。本⽂所做的全部努⼒——撤销旧基线、确⽴不可还原性、⾛完发⽣学过程——如果最终只

是为了把这个新名字放进那个早已拥挤不堪的“理论创新”货架上，那么这整套功夫就只是在⽤发⽣学的⼿段去完成⼀个发现学的动作：
给⼀个新东西起⼀个新名字。
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种微弱的、不稳定的、⽅向不明的可能性。那就是本⽂的核⼼判断，不只是被“说出来供⼈评价”的，⽽是

可以被每⼀个读到它的⼈⾃⼰拿去检验的——不是检验“这个理论对不对”，⽽是检验“我⾃⼰⾝上，有多少地⽅已经被这个描述抓住
了”。如果这个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是可⽤的——如果它能让读它的⼈在某个早晨经过⼀棵歪树时，忽然意识到⾃⼰已经多久没有⽆故地停
下来看看什么东西了——那么这篇论⽂就不只是⼀件学术商品。⾄于这个效果，它不在本⽂的论证范围内。它甚⾄不在学术评价的度量范
围内。但它是这篇论⽂最初的、最诚实的动机。
注释
[1]	作者注：本⽂的分析受益于数字社会学、批判算法研究、平台资本主义等领域的当代讨论，以及教育全过程评价化的制度分析。因

论证重⼼及篇幅所限，上述领域⽂献未在参考⽂献中逐⼀列出；其中涉及的实证素材与制度细节，读者可⾃⾏查阅相关领域公开⽂件。
[2]	 作者注：⽂中出现的退伍科员及其体验描述，系基于⽇常观察与⽂学素材的分析性例⽰，不指向任何特定真实⼈物，亦⾮严格意

义上的个案研究。此类例⽰旨在使论述具象化。
[3]	作者注：此处对笛卡尔（Descartes,	1641）、洛克（Locke,	1690）、康德（Kant,	1781/1787）的提及仅为点明“内⼼世界不可

侵犯性”这⼀观念的近代谱系，并⾮对诸家哲学的系统阐释。具体学理考辨需另⽂展开。
[4]	 作者注：本⽂所⽤“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系描述性术语，指特定经验在结构上⽆法被转化为社会⽐较或量化

评价之项的性质。此⽤法与某些哲学语境下的“不可公度性”有所区别，不涉及科学范式间的不可翻译性等强主张。
[5]	 作者注：本⽂对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的理解主要基于其《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1965）及《游戏与现实》

（1971）。本⽂并⾮对温尼科特理论的系统性批判，⽽是重在指出其预设的“⾜够好的早期环境”在当代评价系统全⾯渗透下的结构性缺
失；壳型⾃我的概念正是在这⼀前提变更处被提出。
[6]	作者注：为免将“结构性的⼼理处境”误读为“新的临床诊断类别”，本⽂在此明确声明——本⽂所描述的“中空恐惧”是壳型⾃

我在特定压⼒条件下的⼀种可能的⼼理状态，⽽⾮⼀种具有独⽴诊断效度的临床障碍。其向临床诊断类别的转化，需满⾜鉴别效度、治疗
特异性等本⽂未处理的标准。
[7]	 材料说明：本节微观发⽣学描述属于⻙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分析。其中涉及的照护者、孩⼦及互动场景均为合成性例⽰，不

代表任何真实个体；其论证效⼒集中于揭⽰机制，⽽⾮提供经验概推。详情参⻅正⽂相关段落的声明。

参考⽂献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ollas,	C.	(1987).	The	Shadow	of	the	Object:	Psychoanalysis	of	the	Unthought	Known.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Bourdieu,	P.	(1979).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英译本: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oley,	C.	H.	(1902).	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apos;s	Sons.
Descartes,	 R.	 (1641).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Paris.	 (常⽤英译本: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Trans.

John	Cottingh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ufrenne,	M.	(1953).	Phénoménologie	de	l&apos;expérience	esthétiq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英译

本:	The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Trans.	Edward	S.	Casey	et	al.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Foucault,	M.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英译本: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Goffman,	 E.	 (1956).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Jung,	C.	G.	(1953).	Two	Essay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Collected	Works,	Vol.	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ant,	I.	(1781/1787).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常⽤英译本: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Locke,	 J.	 (169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常⽤现代版本:	Ed.	Peter	H.	Nidditc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英译本: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	Donald	A.	Landes.	London:	Routledge,	2012.)
Winnicott,	 D.	 W.	 (1965).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Hogarth	Press.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壳型⾃我」处理的是⼀个此前被诸多概念分头覆盖、却没有被精确切开的现象：⾃我的稳固性不再依赖沉在⽐较之外的深度锚点，

⽽直接依赖外部评价⽹络、社会⾝份拼图与算法推送共同构成的动态轮廓。本⽂与虚假⾃我、镜中⾃我、液态⾃我、⼈格⾯具、规训⾃我
逐⼀区分，并指出它们共享⼀个旧基线预设——⼈默认拥有⼀个不被他者评价穿透的内⼼世界。撤销这条基线，才是这个概念的真正位
置。
最⻅功⼒的是它正⾯接住了⾃⼰最严峻的内部挑战：如果壳内是中空的，那份存在性焦虑从何⽽来？回答是它不必预设⼀个被压抑的

真我。与库利的关键分歧也写得具体：镜中⾃我⾛「想象他⼈的判断→产⽣⼀种⾃我感觉」的内在通路，⽽壳型⾃我⾛的是「接收⼀个信
号→做出⼀个调整」的操作性通路——当反馈即时、⾼频、可视化，判断已经在⾯板上显⽰，不需要被想象。
产品与平台设计 可视化的即时指标（点赞、排名、积分）不是中性反馈；按本⽂机制，它们改变的是⾃我维持所⾛的通路。是否提

供、以何种频率提供，是伦理选择。
组织管理 ⾼频绩效⾯板会稳定地⽣产擅⻓调整、不擅⻓判断的员⼯。若要保留判断，就必须存在⼀段没有⾯板的⼯作时间。
教育与⻘少年⼯作 ⽐起劝孩⼦少看点赞数，更有效的是提供不可被量化的活动——它提供的是本⽂所说的深度锚点，⽽不是替代性

的⽐较。
个⼈ ⾃检：如果所有可⻅的数字明天全部消失，我还能说出⾃⼰是谁吗？答案犹豫，正是本⽂所说的那种依赖。


